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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Baumol的绝对β-收敛模型为基础，在计算了以8个代表性指标合成的综合科教水平的前提下，对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外的30个省份在1996年到2014年间的综合科教水平的收敛性进行研究。发现无论全国整体，还是东、中、西部地区的综合科教水平都存在着共同的发展规律与趋势：早期绝对β-收敛性显著，但随着时间发展其发散性越来越强。虽然只有全国的空间自相关显著，但在以queen为权重的空间计量分析中，考虑空间因素比不考虑空间因素的显著性提高，且β在增大，也就是说发散性更强了。因此要提高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采取措施促进综合科教水平的均衡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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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软投入经济学的理论，政策因素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会起到主要作用，但随着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完善，科教型软投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将不断加强[1]，所以综合科教水平的差距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姜照华他们的研究也证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越来越多地源于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2]。其实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均衡化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的差距必然会加大科教水平的差距，反过来科教水平的差距又会加大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虽然从2002年底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缩小地区差距，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措施都是国家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方面的重要举措，但从实证的角度分析结果又如何呢？更重要的是我国地区间的综合科教水平的差距及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这些都需要从经济收敛性角度进行研究。所以本文在合成综合科教水平的基础上研究我国大陆地区的综合科教水平的收敛性情况。

一、科教对经济增长作用及收敛性研究综述
（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最早关注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的要数马克思，因为其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到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也证明“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但对于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西方学者却曾经提出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科学技术有害论，一是科学技术万能论。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如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核武器威胁等问题，以罗马俱乐部和里夫金、霍华德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科学技术对环境的破坏及随着不可再生能源的不断消耗，整个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宇宙都会随着正熵流的不断增加而走向混乱与衰亡。法兰克福批判主义学派也认为人是科学技术的奴隶，随着各种科学技术的运用，人们对外界及科技的依赖越来越强，从而导致人自身能力不断退化，因而人的自由也必将越来越少。而对技术进步持乐观态度的西蒙和贝尔等人却认为技术进步是无限的，因而由技术进步所推动的增长也是无限的，进而反驳了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的观点。随后第三次浪潮理论提出者托夫勒和大趋势理论的创始人奈斯比特都强调信息知识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促进作用。现代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学者更是不仅从理论上分析更从模型及实证的角度充分论证了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是最早注意到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除资本和劳动力外存在着“索洛余值”，当时他把其解释成技术进步的作用，并测算出1909—1949年期间美国经济增长的87.5%是技术进步的贡献[3]。此后丹尼森及乔根森分别运用索洛余值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方法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4]。虽然如此，真正开始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罗默和卢卡斯。罗默不仅把知识技术内生化而且提出了知识和技术的投入可以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5]。卢卡斯的主要贡献则是强调承载着知识和技术的人力资本在增长中的主要作用[6]。后来的研究者无论是力贝罗的线性增长模型还是格罗斯曼的质量阶梯模型也都是通过不同的形式把技术知识作为独立的、内生的变量纳入到理论分析中来。而实证研究中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也证明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如埃尔赫南·赫尔普曼、樱井、帕帕康斯坦丁努和伊奥尼迪斯分别运用不同个数的OECD国家不同时期的数据都得出相同的结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R&D 资本都是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重要来源。
同样国内的研究者也一直关注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理论模型方面，周方在指出Solow余值法的原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增长函数法[7]，胡宗伟、何大安提出了指数法用于完善索洛余值的不足[8]。项保华也提出非中性模式[9]。姜照华依据科技、资本、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并导出计算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的公式[2]。而在实证研究中虽然史清琪、秦宝庭他们的研究认为1964～1982我国的经济增长原因主要是资金和劳动的增加，但在1980—2000年的翻两番的目标实现过程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却高达60—70%。所以史清琪坚持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10]。李京文也认为在各种单因素中，技术无疑是决定性的，并且具有激发与贯穿经济各部门的作用，是最为有效的策动力[11]。朱春奎的研究揭示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12]。米传民的研究也证明经费支出和科技人员投入均与江苏省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13]。舒元和才国伟的研究认为科技投入和外来技术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同时具有普遍性，不随区域的改变而改变。但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会因地区而不同[14]。
（二）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内外研究综述
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随着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而倍受重视，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边际效益递增效应[15]。贝克尔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论述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6]。Uzawz则通过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教育部门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7]。罗默也于1990年在其所建立的新模型中明确揭示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卢卡斯更是强调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巴罗论证了通过教育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论题。在定量研究方面舒尔茨测算的1929到1957年教育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3%[18]。丹尼逊的测算更是高达37%。同样斯特鲁米林的测算说明前苏联经济增长中的30%是由教育提高引进的[19]。Maw-Lin Lee和Ben-Chieh Liu Ping Wang1994年的研究证明教育对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作用巨大[20]。Hall和Jones对127个国家的研究也表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都高达20%以上。
     我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教育宗师孔子不但重视教育而且认为教育是立国的三大要素之一，墨子更是认为要想提高生产力，必须施之以教。但现代研究则侧重于实证方面，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建立各种模型基础上。随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兴起，以厉以宁等为代表的学者肯定了教育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测算出教育对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作用高达20.9%[21]。谭永生的研究认为1978到2003年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高达25.72%[22]。郎永杰等和王锡朝等通过对山西和河北省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教育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82%和4.09%，而且他们的研究都认为高等教育的贡献率要低于上述水平[23、24]。不仅如此用丹尼森模型研究的崔玉平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高等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仅为0.48%，远远低于美、英、德、日、法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5]。而凌云莉，唐志丹测算的辽宁省1996到2006年教育的贡献率也都只有3.66%[26]。运用费德模型的蔡增正对194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证明了教育的外溢效应及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27]。袁国敏也计算得出我国教育投入每增长1%将促进非教育部门实现2.213%的增长[28]。王文博、刘生元运用我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数据得出教育支出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达到6.845个百分点[29]。随后蔡增正运用明瑟收入模型对142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国家正规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曲线趋势，因而对中等收入国家最明显而对发达国家作用效果最不明显[30]。
（三）收敛性研究的理论渊源及研究现状    

基于生产函数和资本积累方程建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是“经济增长收敛假说”的思想源泉，因为在这一增长模型中认为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由此推导出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发达经济体的资本边际报酬必然会低于落后经济体，也就是说落后地区会比发达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31]。最早进行收敛研究的是1986年Baumol运用1982年Maddison提供的16个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数据进行研究认为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收敛特点[32]。1991年Barro研究了98个国家的数据，得出了这些国家之间存在条件收敛的结论，并且认为只有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接近时才存在绝对β收敛。从1995年到2000年还有众多学者研究了欧盟国家如：Neven和Gouymte（1995）、Martin（2000）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即欧盟各区域间存在着缓慢的经济收敛性。2009年Higgins对美国32个州的3058个县进行的条件β收敛研究认为其不仅存在β收敛而且其收敛速度高达8.1％。同年Young也对美国的3000多个县进行收敛性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绝对β收敛但不存在σ收敛。在国内最早进行这一研究的是1996年，Chen和Fleisher 的研究与Jian的研究结论相似，都认为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阶段性特点。而同年宋学明的研究则认为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绝对收敛。1997年魏后凯的研究也认为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阶段性特点，78～85年存在收敛，85～95年则不存在显著收敛，并且呈现出东中西三个俱乐部收敛[33]。2000年蔡昉、都阳的研究也支持中国大陆地区经济不存在σ和β收敛，但存在三大地区各自向自己稳定状态发展的俱乐部收敛的结论[34]。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刘强[35]和覃成林[36]等学者。沈坤荣、马俊也从东中西内部收敛性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虽然三个地区总体呈现俱乐部收敛但东部和中部地区这一特点更明显而西部地区的收敛性不强[37]。2003年林毅夫、刘明兴的研究说明虽然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在1990年后发散，但存在着条件收敛[38]。2005年赵伟、马瑞永的研究结论相似，只是他们认为1989年为中国大陆地区收敛与发散的分界线。同样后续很多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如，2005、2006年彭国华；2006年管卫华、石磊和高帆、许召元和李善同；2008年张茹等进行的研究也支持国我大陆地区的经济增长的收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地区性。徐现祥、李郇（2004）指出，在城市层面上，中国大陆地区存在绝对收敛；2005年彭国华研究认为中国大陆28个省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收入的收敛性相似，只是速度不同。

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广泛应用，国内学者们在研究区域收敛性问题时加进了空间因素，进行这一研究的主要有吴玉鸣、徐建华[39]；林光平、龙志和、吴梅；他们的研究认为加进空间影响之后的模型长期收敛性都比不考虑区域因素的效果更好一些[40]。2010年潘文卿在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进行收敛性研究时得出的结论与前面的研究有些不同，他认为空间地理因素对研究我国省域经济的收敛性至关重要，虽然整体来看收敛速度慢、周期长，但中国省域经济的增长中还存在绝对收敛的趋势[41]。2011年史修松、赵曙东他们对中国省域的TFP及其分解进行空间计量研究认为，物资资本的增长是促进经济收敛的因素，且影响较强，人力资本与技术水平是促使经济发展分散的因素，但影响较弱，所以整体来看经济有收敛趋势。

综上所述，对于经济收敛问题的研究，区域研究比跨国研究的收敛性更好，研究的对象也不仅限于对人均GDP的研究，如彭国华及史修松、赵曙东等也从TFP的角度对我国经济的收敛特性进行了研究。因此本文就对我国大陆地区的综合科教水平的空间收敛性问题分别从总体，东中西部的角度进行分析。

二、测度综合科教水平的指标体系及实证结果
本文选择最常用的描述和衡量综合科教水平的指标，分别从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两个方面共8个指标，没有选择大专以上毕业生人数，是因为毕业生人数确实能反映地区的教育水平，但由于毕业生的就业去向的分散化，对地区经济的发展的直接影响不好测度，而且生师比也包括了在校生的情况，也间接反映了这一指标。之所以没选择科技人员投入，是因为对于科技人员投入不同年鉴上的数据没有可比性，而且同一年鉴在不同年份的口径也有所不同。本文所选的指标不仅从教育与科技方面，也从投入与产出方面来尽可能全面的反映综合科教水平情况。本文在多指标的合成方法上借鉴主成分分析法的思路，但在具体合成时对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是用均值标准化不用Z标准化以使最后综合科教水平的得分为正。在计算合成系数及权重时也对所有的主成分都用其特征值进行加权合成而不只选前几个主成分。所选指标及合成综合科教水平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具体指标的序号名称及系数权重及其排名情况表
	序号
	指标名称
	系数
	权重
	排名

	1
	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比重
	0.2176
	0.1650
	3

	2
	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
	-0.0168
	0.0127
	8

	3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
	0.1538
	0.1166
	5

	4
	综合师生比
	0.1730
	0.1312
	4

	5
	专利申请受理数占从业人员比重
	0.2423
	0.1838
	2

	6
	专利申请授权数占从业人员比重
	0.2472
	0.1875
	1

	7
	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比重
	0.1331
	0.1010
	7

	8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的百分比
	0.1348
	0.1022
	6


从上面的权重大小可以看出：有关创新的专利申请的受理量和授权量两个指标对综合科教水平的影响最大，两者合计占37.13%。从分析的系数符号可以看出只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的系数为负，说明在研究时间范围内全社会教育经费的投入虽然也在不断上升，但其上升的比例远低于GDP的增速，成为了综合科教水平提高的制约因素。运用这一权重对全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外的30个省份1996～2014年的19年的实证研究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年份不同地区综合科教水平表

	地区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北京  
	2.3754 
	2.2118 
	2.9048 
	3.2286 
	3.8996 
	4.1185 
	5.4058 
	7.0276 
	9.2059 
	11.1698

	天津  
	1.6087 
	1.1754 
	1.4409 
	1.7007 
	1.8984 
	2.3176 
	2.6746 
	3.2178 
	4.4754 
	5.1365

	河北  
	1.3080 
	0.7572 
	0.7710 
	0.7826 
	0.7870 
	0.7901 
	0.8702 
	0.9413 
	1.1474 
	1.2675

	山西  
	0.8487 
	0.7191 
	0.7641 
	0.7560 
	0.7474 
	0.7175 
	0.8946 
	1.0134 
	1.3292 
	1.5029

	内蒙古  
	1.1544 
	0.7056 
	0.7850 
	0.7473 
	0.7592 
	0.7274 
	0.7733 
	0.8503 
	0.9937 
	1.1642

	辽宁  
	1.6210 
	0.9853 
	1.0779 
	1.1586 
	1.2989 
	1.3106 
	1.4426 
	1.7643 
	2.0334 
	2.4687

	吉林  
	1.2167 
	0.9527 
	0.8925 
	0.9098 
	0.9057 
	0.9571 
	1.0018 
	1.0438 
	1.2417 
	1.3675

	黑龙江  
	1.4715 
	0.8552 
	0.8788 
	0.8798 
	0.8968 
	0.9260 
	1.0534 
	1.1129 
	1.9606 
	2.0546

	上海  
	1.6215 
	1.1729 
	1.8673 
	2.4918 
	2.6734 
	3.4260 
	5.0858 
	7.3140 
	6.8770 
	8.6542

	江苏  
	1.2149 
	0.8708 
	0.9443 
	0.9721 
	1.0842 
	1.3865 
	2.3283 
	4.4140 
	7.9567 
	9.2351

	浙江  
	1.2599 
	0.9402 
	1.1113 
	1.2596 
	1.4644 
	2.0231 
	2.7199 
	3.9822 
	6.4506 
	7.5695

	安徽  
	0.9925 
	0.6021 
	0.6662 
	0.6566 
	0.6712 
	0.7000 
	0.8179 
	1.3409 
	2.0558 
	2.7636

	福建  
	0.9157 
	0.8385 
	0.9946 
	1.0431 
	1.0548 
	1.1159 
	1.2226 
	1.6110 
	2.1097 
	2.5641

	江西  
	0.8944 
	0.6489 
	0.7687 
	0.7721 
	0.7701 
	0.7275 
	0.7238 
	0.8132 
	1.0607 
	1.3292

	山东  
	1.1115 
	0.8094 
	0.8997 
	0.9318 
	0.9800 
	1.0830 
	1.3838 
	1.7030 
	2.2240 
	2.4632

	河南  
	0.9841 
	0.7111 
	0.7478 
	0.7532 
	0.7293 
	0.7536 
	0.8751 
	0.9573 
	1.2167 
	1.5687

	湖北  
	0.8709 
	0.7135 
	0.8046 
	0.8074 
	0.8709 
	0.9038 
	1.0744 
	1.2890 
	1.7589 
	2.3654

	湖南  
	1.0294 
	0.7374 
	0.8485 
	0.8697 
	0.8766 
	0.9106 
	0.9555 
	1.0660 
	1.3698 
	1.6872

	广东  
	1.1112 
	0.9265 
	1.1640 
	1.4304 
	1.5464 
	1.8924 
	2.2265 
	3.0494 
	3.8558 
	4.5423

	广西  
	0.8406 
	0.6389 
	0.6706 
	0.7013 
	0.7411 
	0.7135 
	0.7315 
	0.7609 
	0.9538 
	1.1687

	海南  
	0.7352 
	0.7892 
	0.9578 
	0.6728 
	0.6339 
	0.6727 
	0.7511 
	0.8303 
	0.9165 
	1.0326

	重庆
	1.0958 
	0.7294 
	1.0133 
	1.0402 
	1.1978 
	1.1765 
	1.1969 
	1.7440 
	2.2770 
	2.9853

	四川  
	1.1187 
	0.7132 
	0.6879 
	0.6884 
	0.7140 
	0.7899 
	0.9155 
	1.2871 
	1.7356 
	2.2165

	贵州  
	0.8795 
	0.6137 
	0.6242 
	0.6529 
	0.6642 
	0.6872 
	0.7216 
	0.7390 
	0.9466 
	1.1625

	云南  
	0.9290 
	0.7224 
	0.8094 
	0.8034 
	0.7913 
	0.7152 
	0.6873 
	0.7466 
	0.9270 
	1.0362

	陕西  
	0.9533 
	0.7258 
	0.7890 
	0.8242 
	0.8104 
	0.8763 
	1.0900 
	1.4976 
	2.2918 
	3.0624

	甘肃  
	0.8191 
	0.6651 
	0.6888 
	0.7313 
	0.7883 
	0.8546 
	0.8540 
	0.8953 
	1.1856 
	1.2098

	青海  
	0.9377 
	0.6064 
	0.6382 
	0.6249 
	0.6411 
	0.6759 
	0.7794 
	0.7492 
	0.9144 
	1.0326

	宁夏  
	0.9718 
	0.6332 
	0.7749 
	0.7240 
	0.7550 
	0.7091 
	0.8574 
	0.8642 
	0.9163 
	0.9856

	新疆  
	0.9465 
	0.7589 
	0.8775 
	0.8568 
	0.9024 
	0.8626 
	0.9269 
	1.0165 
	1.1458 
	1.3248


从综合科教水平的数值可以看出，整体来看，不同地区的综合科教水平在“九五”时期以来都是先下降再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势头，但变化情况不完全相同。我国不同地区的综合科教水平差距还很大，2014年综合科教水平最高的北京高达11.1698，最低的是宁夏的综合科教水平只有0.9856，是北京的8.82%，还不到十分之一，而且也只有北京最低水平1997年的50.25%。虽说合成的这一综合科教水平是一相对水平，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地区差距之大。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4年综合科教水平的最新排名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天津、广东、陕西、重庆、安徽、福建；辽宁、山东、湖北、四川、黑龙江、湖南、河南、山西、吉林、江西；新疆、河北、甘肃、广西、内蒙古、贵州、云南、海南、青海、宁夏。 与王贤文，姜照华他们在研究我国大陆地区2000到2005年的平均各省市的区域科技集聚度的排名具有很强的可比性。由此排名可以看出东部省份的河北和海南在综合科教水平方面远落后于东部其他省份，而陕西和重庆两个西部省份的综合科教水平却远高于其他西部省份。
聚类分析是将物理或者抽象对象的集合分成相似的对象类的过程，对我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外的30个省份的综合科教水平进行聚类分析，是研究各地区科教水平接近程度的一个有效途径。聚类分析的系统聚类分析方法主要有组内联接聚类、组间联接聚类和Ward即离差平方和法等方法。其中Ward的思想是，同类离差平方和较小，类间离差平方和较大。Ward方法并类时总是使得并类导致的类内离差平方和增量最小。而且就本文的数据情况来说用Ward法比其他聚类方法更加合理有效，而且分成四类的结果也最理想，所以下面列出Ward法的分成四类的不同时期的聚类分析结果。
表3   不同时期综合科教水平的聚类分析的结果
	时期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九五
	北京
	天津、上海
	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重庆    

	十五
	北京、上海
	天津、浙江、广东
	江苏、辽宁、福建、
山东、重庆

	十一五
	北京、上海
	天津、江苏、浙江、广东
	辽宁、福建、山东、
重庆

	十二五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    
	天津、广东
	辽宁、黑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
重庆、四川、陕西    


    不同时期表中没有列出的省份就为第四类。从上表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综合科教水平的地区离差平方和的差距有所变化，但聚类分析的结果与地理区域的吻合度较高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吻合度也较好。随着时间的发展第一类东部极发达地区的成员数不断增加从北京一个到上海进入，最后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个省份居于第一类。天津一直属于第二类东部发达地区，而广东从十五进入第二类通过近十年发展也没能进入第一类，而江苏和浙江却从第三类不断前进直到进入第一类，其发展进程快于广东省。吉林和海南是不断落后的两个省份，从九五的第三类滑落到第四类，而安徽、湖北、四川和陕西是不断进步从第四类进入第三类的四个省份。
 三、综合科教水平的空间收敛性研究
按照经典的Baumol模型方法建立本研究的模型如下[31]： 

ln（yi，t /yi，0 ）=α+βln（yi，0）+εi，0 εi，0～N（0，σ2）

其中，ln（yi，t /yi，0 ）表示地区i（1，2，…，30）在t年间的综合科教水平的增长率；ln（yi，0 ）表示地区i在初始年份的综合科教水平。如果计算结果β＜0，则表明各地区之间绝对收敛显著，也就是落后地区的综合科教水平提高速度比发达地区快。反之则不存在绝对收敛。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时，可依据其特点选择空间滞后或空间误差模型，其模型分别为：绝对β-收敛的空间滞后模型的表达式是：

ln(Yit/Yi0)=α+λWln(Yit/Yi0)+βlnYi0+εi，

绝对β-收敛的空间误差模型的表达式是：

ln(Yit/Yi0)=α+βlnYi0+μi    μi=λW μi+εi
其中: Yit 为第i个地区在t时期的综合科教水平，Yi0为1996年的该指标。

同时，根据收敛系数β的估计值，还可计算收敛所达到的稳态值γ0、收敛速度θ以及用收敛的半生命周期τ表示的落后地区追赶上发达地区所需的时间：

γ0=a/(1-β)，θ=-ln(1+β)/t，τ=ln（2）/θ  （潘文卿，2010[41]）

（一）全国的综合科教水平的空间绝对β收敛性研究

本文所选择的样本是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区，样本具有空间连续性的特点，所以适合采用空间邻接矩阵构建空间权值矩阵[32]。进行空间分析的权重矩阵的选择也很重要，因为queen与rook相比不仅考虑共同边界，还考虑共同顶点，所以 queen矩阵比rook矩阵具有更加紧密的空间关联结构[32]，所以，本文在分析时，主要运用queen矩阵，以不同年份的综合科教水平的发展速度的对数值为因变量，以1996年的综合科教水平的对数值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运用GEODA9.5软件分析的结果如下所示：

表4   全国综合科教水平收敛性回归分析的Moran’s I及其检验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Moran’s  I
	-0.1682
	-0.0927
	-0.0452
	-0.0085
	0.0070
	0.0290
	0.0406
	0.0274
	0.0836

	Z-value
	-1.1389
	-0.3793
	0.0984
	0.4676
	0.6232
	0.8451
	0.9618
	0.8292
	1.3941

	P-价值
	0.2547
	0.7045
	0.9216
	0.6400
	0.5331
	0.3980
	0.3362
	0.4070
	0.1633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Moran’s  I
	0.1203
	0.1204
	0.1291
	0.1917
	0.2471
	0.2563
	0.2645
	0.1694
	0.1715

	Z-value
	1.7636
	1.7639
	1.8520
	2.4818
	3.0389
	3.1311
	3.2141
	2.4132
	2.3484

	P-价值
	0.0778
	0.0778
	0.0640
	0.0131
	0.0024
	0.0017
	0.0013
	0.050
	0.047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 2005年之前的空间自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不高，以后其他年份的空间自相关系数的Moran’s I的显著性水平都很高，虽然自相关的系数值不大，但在分析时也不能完全忽视空间因素的影响。所以对全国综合科教水平的绝对β收敛的回归结果的对比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5    全国综合科教水平收敛性对比分析表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空间β
	-0.2182
	-0.1462
	-0.1096
	-0.0096
	0.0830
	0.2432
	0.3838
	0.3866
	0.4894

	P值
	0.0004
	0.0857
	0.3335
	0.9463
	0.5992
	0.1514
	0.0517
	0.0359
	0.0261

	β
	-0.2153
	-0.1381
	-0.0923
	-0.0047
	0.0776
	0.2170
	0.3359
	0.3574
	0.4153

	P
	0.0279
	0.1933
	0.4782
	0.9749
	0.6347
	0.2057
	0.0891
	0.0600
	0.0520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空间β
	0.6380
	0.7941
	0.8445
	1.0609
	1.2665
	1.2167
	1.2353
	0.8826
	0.8774

	P值
	0.0088
	0.0038
	0.0041
	0.0024
	0.0012
	0.0026
	0.0035
	0.0158
	0.0189

	β
	0.5049
	0.6565
	0.6959
	0.7884
	0.8818
	0.9267
	0.9186
	0.9018
	0.9017

	P
	0.0286
	0.0127
	0.0130
	0.0141
	0.0140
	0.0135
	0.0188
	0.0244
	0.0262


通过上面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无论考虑不考虑空间因素都只有1997～2000年全国整体的综合科教水平存在绝对β收敛，全国整体水平的综合科教水平在考虑空间因素后，显著性增强，而且其β系数值也在增大。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综合科教水平在考虑空间因素后发散性增强了。用同样的方法对东、中、西部地区各自的内部的收敛性进行分析的结果如下：
（二）东部的综合科教水平的空间β收敛性研究
东部地区的综合科教水平空间自相关水平不高，而且显著性水平也不高，所以在对东部的综合科教进行分析时可以不考虑空间因素。不考虑空间因素的东部地区的综合科教水平只在2000年前存在收敛，而且每一年的显著性水平都不高。既然东部和全国都只在2000年前存在收敛，而且全国与东部的综合科教水平在2000年前的空间自相关性都不显著，所以只对其不考虑空间因素的收敛速度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其对比结果如表5所示：
表6    1996～2000年全国与东部综合科教水平收敛速度对比分析表

	
	α
	P值
	β
	P值
	稳态值
	追赶速度
	追赶时间

	1997全国
	-0.3065
	0.0000
	-0.2153
	0.0279
	-0.2522
	0.2425
	2.8582

	1997东部
	-0.2424
	0.0043
	-0.2770
	0.1120
	-0.1898
	0.3243
	2.1374

	1998全国
	-0.2991
	0.0000
	-0.1381
	0.1933
	-0.2628
	0.0743
	9.3290

	1998东部
	-0.2093
	0.0163
	-0.2107
	0.2696
	-0.1728
	0.1183
	5.8575

	1999全国
	-0.2371
	0.0000
	-0.0923
	0.4782
	-0.2170
	0.0323
	21.4792

	1999东部
	-0.1076
	0.2519
	-0.2294
	0.3277
	-0.0875
	0.0869
	7.9800

	2000全国
	-0.1874
	0.0001
	-0.0047
	0.9749
	-0.1865
	0.0012
	584.5943

	2000东部
	-0.0557
	0.6090
	-0.1020
	0.7092
	-0.0505
	0.0269
	25.7675


     从上表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在2000年以前虽然全国与东部都存在β收敛，但东部地区的收敛速度明显比全国的快，而且其达到的稳态稳也比全国高。说明整体来看，在这一时期东部的俱乐部收敛还是存在的，但2000年以后无论全国整体还是东部都不存在绝对β收敛，说明在综合科教水平方面全国和东部内部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加大，这也必将导致全国范围内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三）中部的综合科教水平的空间β收敛性研究
中部地区的综合科教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水平与东部相同，同样是显著性不高。所以在分析时不必考虑空间因素。

表7    不考虑空间因素的中部综合科教水平收敛性回归分析结果

	
	α
	P值
	β
	P值
	稳态值
	追赶速度
	追赶时间

	1997
	-0.3065
	0.0003
	-0.4228
	0.1241
	-0.2154
	0.5496
	1.2612

	1998
	-0.3191
	0.0002
	-0.4537
	0.0928
	-0.2195
	0.3023
	2.2931

	1999
	-0.2910
	0.0001
	-0.5225
	0.0322
	-0.1912
	0.2464
	2.8133

	2000
	-0.2383
	0.0002
	-0.6937
	0.0066
	-0.1407
	0.2958
	2.3436

	2001
	-0.2364
	0.0004
	-0.6820
	0.0126
	-0.1406
	0.2292
	3.0248

	2002
	-0.2344
	0.0004
	-0.6734
	0.0126
	-0.1401
	0.1865
	3.7168

	2003
	-0.2158
	0.0014
	-0.6483
	0.0253
	-0.1309
	0.1493
	4.6435

	2004
	-0.2249
	0.0009
	-0.6850
	0.0176
	-0.1335
	0.1444
	4.8003

	2005
	-0.2418
	0.0008
	-0.6482
	0.0274
	-0.1467
	0.1161
	5.9709

	2006
	-0.2100
	0.0021
	-0.5685
	0.0492
	-0.1339
	0.0840
	8.2481

	2007
	-0.1281
	0.0215
	-0.5803
	0.0493
	-0.0811
	0.0789
	8.7813

	2008
	-0.0935
	0.0859
	-0.6623
	0.0430
	-0.0562
	0.0905
	7.6618

	2009
	-0.0535
	0.3027
	-0.7864
	0.0268
	-0.0299
	0.1187
	5.8370

	2010
	0.0633
	0.3396
	-0.8993
	0.0411
	0.0333
	0.1640
	4.2277

	2011
	0.2004
	0.0332
	-0.6714
	0.1561
	0.1199
	0.0742
	9.3434

	2012
	0.3692
	0.0058
	-0.5650
	0.3027
	0.2359
	0.0520
	13.3215

	2013
	0.4817
	0.0020
	-0.7502
	0.2071
	0.2752 
	0.0816
	8.4945

	2014
	0.5699
	0.0014
	-0.9066
	0.1703
	0.2989 
	0.1317
	5.2631


    从上表的结果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内部在综合科教水平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绝对β收敛，且其收敛的稳态水平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提高，但到2012年为止内部收敛的速度却在波动中明显下降，故而导致其追赶时间不断延长。这一信号需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就是说在目前虽然存在收敛但未来的发展趋势很可能会发散，好在2013年和2014年的收敛情况有所好转无论收敛速度还是收敛时间都在向收敛的方向发展。

（四）西部的综合科教水平的空间β收敛性研究
对西部地区的科教水平分析发现，只有1998和2001年的空间自相关系数的显著性小于0.1，所以在分析时也可以不考虑空间因素。

表8   不考虑空间因素的西部综合科教水平收敛性回归分析结果

	
	α
	P值
	β
	P值
	稳态值
	追赶速度
	追赶时间

	1997
	-0.3642
	0.0000
	-0.5430
	0.0485
	-0.2360
	0.7831
	0.8851

	1998
	-0.3714
	0.0000
	-0.6708
	0.0094
	-0.2223
	0.5555
	1.2478

	1999
	-0.2951
	0.0001
	-0.3444
	0.3683
	-0.2195
	0.1408
	4.9247

	2000
	-0.2608
	0.0002
	-0.3841
	0.3381
	-0.1884
	0.1212
	5.7208

	2001
	-0.2650
	0.0002
	-0.4920
	0.2224
	-0.1776
	0.1354
	5.1178

	2002
	-0.2638
	0.0003
	-0.5806
	0.1786
	-0.1669
	0.1448
	4.7868

	2003
	-0.2059
	0.0030
	-0.4168
	0.3767
	-0.1453
	0.0770
	8.9977

	2004
	-0.2233
	0.0025
	-0.5396
	0.2829
	-0.1450
	0.0970
	7.1486

	2005
	-0.2766
	0.0002
	-0.7244
	0.1033
	-0.1604
	0.1432
	4.8406

	2006
	-0.2210
	0.0023
	-0.5730
	0.2443
	-0.1405
	0.0851
	8.1454

	2007
	-0.1673
	0.0069
	-0.4186
	0.3453
	-0.1179
	0.0493
	14.0583

	2008
	-0.1335
	0.0350
	-0.3819
	0.4381
	-0.0966
	0.0401
	17.2873

	2009
	-0.0923
	0.1889
	-0.0972
	0.8679
	-0.0841
	0.0079
	88.1306

	2010
	0.0214
	0.8134
	0.3733
	0.6395
	——
	——
	——

	2011
	0.0876
	0.4204
	0.2530
	0.7869
	——
	——
	——

	2012
	0.2458
	0.0561
	0.3106
	0.7589
	——
	——
	——

	2013
	0.3422
	0.0219
	0.4509
	0.6866
	——
	——
	——

	2014
	0.4256
	0.0096
	0.6270
	0.5950
	——
	——
	——


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在2009年之前西部地区内部在综合科教水平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收敛性，且稳态水平不断提高，但收敛速度不断下降，到2010年以后，不再收敛，且发散程度越来越高。

所以从东、中、西三个地区综合科教水平的收敛性特点可以看出，在综合科教水平方面，各地区的空间自相关性都不强，而且呈现出共同的发展趋势：在早期的发展中存在着收敛，但收敛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是发散式的发展，在这一共同的趋势下，东部是最高的阶段，而中部处于最低的发展阶段，但从所达到的稳态值可以看出，西部的综合科教水平还是最低的，其2009年的收敛稳态水平相当于中部地区2007年的水平，只相当于东部地区1999年的水平。所以说，三个地区的共同发展趋势是发散，但在处于不同的稳态水平的情况下才开始发散，西部开始发散时的稳态水平最低，中部最高。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的思路，对构成综合科教的教育和科技两个方面的8个基础指标进行合成，得到1996～2014年我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外的综合科教水平，并对其进行收敛性研究，以期更清楚地揭示科教水平的地区差距与发展规律，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自“九五”以来，我国的综合科教水平总体来说不断上升，地区之间差距明显，本文得到的综合科教水平的2014年的排名情况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天津、广东、陕西、重庆、安徽、福建；辽宁、山东、湖北、四川、黑龙江、湖南、河南、山西、吉林、江西；新疆、河北、甘肃、广西、内蒙古、贵州、云南、海南、青海、宁夏。这一排名与现实发展情况很好的吻合。不同时期的聚类分析的结果与地理区域的吻合度较高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吻合度也较好，综合科教水平的第一类极发达从北京一个变成排名前四个，江苏和浙江从第三类不断前进直到进入第一类，其发展进程快于广东省。吉林和海南是不断落后的两个省份，从九五的第三类滑落到第四类，而安徽、湖北、四川和陕西是不断进步从第四类进入第三类的四个省份。其他省份变化不大。
2、收敛性研究表明，无论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各地区内部都存在共同的发展规律：先收敛后发散，全国和东部都是2001年开始发散，西部是2010年开始发散，中部地区还在收敛但收敛速度放慢,存在着发散的趋势。

3、影响综合科教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创新能力与创新积极性，两者影响近40%。也在实证角度证实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4、我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科教水平的差距造成的，因为我们对政策水平的收敛性研究表明，政策水平地区间的收敛性明显，而科教水平的发散性显著。
在经济新常态下，增长方式从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已成为政府与学者的共识，所以认清我国综合科教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发展趋势对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提高综合科教水平不仅是直接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途径，而且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早在2006年吴敬琏教授就指出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42]。为此，首先，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改变教育制约的现状，其次，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官本位化。第三，应大力鼓励创新，促进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的能力与速度。最后，要实现地区的均衡化发展，国家要在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和政策措施上实现倾斜以遏制其自然发展的“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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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nd Convergence Study 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puts for Chinese Provinces

FENG Dan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730020
Abstract:Based on the absolute β-convergence of Baumol model, this paper calculate a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put level index with 8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at first.Then this paper study the convergence of the 30 provinces except Tibet Chinese mainland area from 1996 to 2014. No matter the whole country, or in the East, the Middle or the West, there is a common law and a trend. That is in the early stage the  β-convergence is significant, but along with the time , the divergence is more and more strong. Although only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in the whole country, Considering the spatial factors the significance is improved and the value of β is increased , that is to say the divergent stronger. So if we want to enhanc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balanced development to tak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cru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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